
调适、规划与重建:

抗战时期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张龙平

� � 内容提要 � 作为基督教教育的全国性协调组织,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由来已久。抗日战争的爆

发重创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 使其与其他文教机构一样经历了漫长的迁移过程。在

此期间,教育会利用其沟通中西,沟通教俗的特殊性, 组织人力与财力,从事中学救助、大学规划、宗

教建设等活动来展现自己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领导者应尽的义务。战后教育会完成回迁与重建,

踌躇满志以图东山再起,但无奈时过境迁,教育会步履维艰。

关键词 � 抗日战争 � 基督教 �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 重建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的前身要追溯至 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 在那次大会上为解决

教会学校学生的教科书问题, 与会人士决定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 ( Schoo l and Tex tbook Series

C omm ittee)。 时至 1890年,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面临日益繁重的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时,这个出版机构显得无能为力, 于是一个崭新的组织 ! ! ! 中国教育会 ( Edu�
cationalA ssoc iation of Ch ina)成立, 其宗旨为 ∀提高对中国教育之兴趣、促进教学人员之友好合
作#∃ , 而原有的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也由其继承。% 进入 20世纪, 随着中国人自己的新式

教育事业发展,教会教育先驱者的地位不再,中国教育会组织也由规划整个中国教育事业向协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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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研究, 前人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如: W ang, Shu- hu a,i Th e E du cationalA ssociat ion of Ch ina, 1890 -

1912; its h istory and m ean ing in the m iss ionary edu cation in Ch ina, H onolu lu, 1963. 王树槐: ∋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 (,台

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期, 1971年。王立新: ∋晚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述评 (, ∋近代史研究 (1995年第 3

期。孙邦华: ∋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与西学东渐 (,澳门: ∋中西文化研究 (第 1期, 2004年 6月。陈国栋: ∋教会教育与国家发

展 ! ! !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之个案研究 ( 1920! 1940 ) (,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硕士论文, 1999年。孙广勇: ∋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

代教育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6年。然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晚清时期,对民国之后的历史探讨不多,

除了陈国栋之外,对抗战时期教育会的历史基本没有涉及。因此,就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而言,抗战时期及抗战以后的历史是

比较模糊的,甚至于有些学者认为抗战时期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终止这样错误的认识,如陈国栋在其文章中提出: ∀基督教教

育会确实停止运作时间,从现有史料无法确切得知,但从战争发展可知,基督教事业到 1942年,日本与美国宣战后也无法以租

借地的保护继续维持,教育会的组织当在此时被迫解散。此后中国本土即不再有一个以基督教教育为宗旨的教育社团存

在。# (参阅其文第 151! 152页 )而实际上,抗战时期教育会不仅没有停止活动,而且在战时救济与战后规划过程中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它的组织与活动一直存在至 1951年。

∀ Th e Sh anghaiM issionary C onferen ce#, The Ch inese Recorder, V o.l V III, M ay- June, 1877, p. 247. 该会自 1879年始采用中文

名 ∀益智书会 #,见 The C h inese R ecorder, Vo.l X, Novem ber- Decem ber, 1879, p. 470.

J. Fryer, ∀ The Educat ionalA ssociat ion of Ch ina#, The Ch inese Record er, Vo.l XXIII, No. 1, 1892, p. 31.

Record s of th e General Con 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M iss ionaries of Ch ina, held at Shangha,i M ay 7- 20, 1890, Shangha:i Am erican

Presbyterian M ission Press, 1890, p. xlvii.i 该会中文名继续沿用 ∀益智书会 #。



督教教育的方向回归,因之中国教育会的名称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 Ch 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2年巴顿调查团来华对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来说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它不仅

指明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今后 ∀更中国化、更有效率、更基督化#的发展方向,而且细致的规划了教育

会组织的中央与地方发展战略。 此后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全面发展时期,它

在中央建立了总会及下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育委员会、宗教教育委员会、推广与成人教

育委员会等 4个职能委员会, 在地方建立和完善了多达 11个省级或跨省级的分会, 一个覆盖全国

的教育会网络全面铺开。∃ 但好景不长, 1927年后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民族主义情绪被再次

点燃,在华基督教事业遭受重创,基督教教育事业也由此逐渐进入国家教育系统之中,中华基督教

教育会所能发挥的空间日益萎缩, 各地方教育会除了华东、福建之外,大多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

为应对新情况,解决教育会自身的难题,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于 1934年进行了改组,改组的方向有两

条:一是密切教育会与教会的合作,二是重建地方教育会。% 改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35年中华

基督教教育会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合作,教育会充当其下属的基督教教育委员会; 1934! 1936

年华北 ( 1934)、广东 ( 1935)、华中 ( 1936)三个地方分会相继恢复,四川分会也在积极筹备。) 1936

年, 为了与政府主导的教育会相区别,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更名为 ∀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 # ( Ch ina

Christian Educat iona lU nion)。∗ 正当教育会准备重整旗鼓之时, 突如其来的抗日战争重创了教育会

的组织与活动,使得教育会不得不面临新的抉择。

一战时迁移

1937年 7月,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纷扰,树立对国家忠诚的形象,不少的教会学校

都选择了迁移。以 1938! 1939年度的基督教中学为例,在当年统计在册的 196所基督教中学中,

有 96所经历过迁移,其中 33所迁入上海租界、16所迁往四川、12所迁往香港、3所迁往澳门、4所

迁往云南,另有 28所在省内迁移。+ 迁移的主要方向有两个: 一是后方; 二是外国保护区。在上述

的 96所迁移中学当中, 迁往外国保护区的 48所, 迁往后方的 48所。中学如此, 大学也一样,至

1939年, 13所新教大学中有 11所经历了迁移, 其中迁往上海、香港两地的外国保护区 5所,迁往后

方的 6所。, 于是战时的上海和华西成为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中心,以上海为例, 1939年上海集中

了 4所基督教大学, 学生 3333人, 占全国基督教大学学生总数的 54% ; 40所基督教中学,学生 7231

人,占全国基督教中学学生总数的 15%。− 可见, 基督教学校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在选择办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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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 du cationalReview, Vo.l VIII, No. 1, January, 1916, p. 1.

Ch rist ian Educat ion in Ch ina: A S tudy M ade by An E du cationalC omm iss ion Rep resen t ing theM ission Board s and Societ iesC onducting

W ork in Ch in a, New York: Comm ittee ofReference and Coun sel of the Foreign M iss ion Con ference of North Am erica, 1922.

Ch rist ian E ducation in Ch ina, The Report of th e Ch ina Educat ion alC omm iss ion of 1921! 1922, Shangh a:i C omm ercialPress, 1922,

Chart 1! 2. 这 11个省级地方分会是:福建 ( 1905)、华西 ( 1906 )、广东 ( 1909 )、华中 ( 1911 )、华东 ( 1914)、华南 ( 1915)、满洲

( 1916)、山东 ! 河南 ( 1917 )、湖南 ( 1917 )、直隶 ! 山西 ( 1917)、河南 ( 1920)。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改组会议纪录 (,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 (第十卷第一期, 1934年 3月,第 66页。

Ch ing- Jun Lin, ∀ C hristian Educat ion al in Ch ina#, Th e Ch ina Ch rist ian Year Book 1936! 37, p. 219.

秋笙: ∋本会更名 ∀教育协会 #(,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 (第十二卷第一期, 1936年 3月。

K iangW en - h an, ∀ Th e Educat ion alTrek#, The Ch in a Ch rist ian Y ear Book 1938! 39, p. 196.

∋全国基督教大中学迁移近况 (,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 (第十六卷第一期, 1940年 3月,第 90页。这 13所新教大学中,只有燕

京和华西暂未迁移,沪江、东吴、圣约翰、之江迁往上海租界,岭南迁往香港,福建、华南迁往福建内陆,金陵、金女大、齐鲁迁往

华西,华中迁往云南。

杨永清: ∋战后中国学校教育之动态 (,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 (第十六卷第一期, 1940年 3月,第 14页。



和迁移方向上比国立学校占有优势,战时的上海租界成为基督教学校,乃至教会机构的云集之地。

抗战开始后,上海地区教会机关急忙将办公场所迁往公共租界, 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所在

地 ! ! ! 上海市圆明园路 169号,就在靠近外滩的公共租界之内, 教育会也因此逃过一劫,他们还如

往常一样表面上平静地在租界内办公, 尽管此时的租界已经越来越多的充满着彷徨,甚至是绝望的

气氛。此时的教育会刚经历过改组与调整, 在组织上正积极筹建地方教育会, 在工作上正密切与协

进会、广学会、宗教教育促进会等教会机关合作推进学校宗教教育工作。�

教育会仍实行 ∀董事会 ! 执行委员会 ! 地方分会#三级管理体制, 但加大了差会 (即基督教差

派传教士到国外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 )、教会机关人员参与的比重。抗战爆发时, 董事会曾一度保

持活动,以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为主席,钟荣光、司徒雷登为副主席,黄溥为干事, 富勒 ( G. V.

Fuller)为司库。执行委员会是教育会的常设机构, 由来自各基督教大学和教会机关的 11名成员组

成, 设总干事一名, 并下设 3个附属委员会, 分别是高等教育委员会, 以葛德基 ( E. H. G ressy)任总

干事;中等教育委员会, 以何荫棠任总干事、葛德基任副总干事;宗教教育委员会, 以缪秋笙任总干

事、卢琳 (M abel R. N ow lin)为副总干事。 这 3个附属委员会在战时, 特别是 ∀珍珠港事件 #之前一
直保持活动,除中等教育委员会干事何荫棠因战争阻隔难以到上海赴任, 1938年秋教育会另选原

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干事赵传家接任之外 ∃ ,这 3个委员会的干事在战时都没有改变。 1939年, 为促

进战时基督教学校宗教教育工作的开展,促进教会学校校友参与教会事务,执行委员会又新设了两

个下属的专门委员会,即 ∀中学宗教工作委员会 #和 ∀教会与校友关系促进委员会 #, 分别聘请马鸿

纲和吴高梓为干事。% 这样,执行委员会的规模和业务开展在战时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此

外, 执行委员会还设有 3名海外联络干事, 分别是贾腓力 ( F rank D. Gam ew e ll)、罗炳生 ( E. C. Lo�
benstine)和吴哲夫 ( E. W. W a llace),协助教育会在英美拓展业务。)

此时的地方教育会已有 5个, 华西正在教育会和四川基督教教育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准备

恢复。1938年 7月,四川基督教中等学校教育研究会在成都开会,除了讨论学校行政、教学、宗教

教育等问题之外,与会代表认为在战时中国教育中心西移,各基督教学校宗教教育工作组织涣散的

状况下,重新组织四川基督教教育会,以联络四川 (包括西康 )的基督教学校,共谋教育事业发展与

改进尤为必要。∗ 于是,会议推举张凌高、袁柏樵、杨重熙等 1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 聘请鲍文年为

总干事,主持会务。四川基督教教育会恢复之后,积极开展活动, 服务于教会学校、教会及地方,成

为教育会及外界了解四川基督教教育事务的窗口。以 1939年度为例,四川基督教教育会的工作就

包括了拜访各地学校及教会、协助各校推进宗教教育、促进全川学校彼此联络、搜集介绍各种书报

及其他有关资料、举行年会及其他会议讨论各种教育问题、随时协助各校应付非常局面、征求个人

会员、推行本会文字事业、刊印∋华西教育(月刊和 ∋儿童 (半月刊、协助四川基督教协进会主办的基
督教精神总动员运动、调查康、陕、滇、黔四省的基督教教育状况等十余项内容。+

除了四川之外,其他的几个分会在抗战初期也保持活跃, 特别是华东、福建和广东。华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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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ng- Jun Lin, ∀ C hristian Educat ion al in Ch ina#, Th e Ch ina Ch rist ian Year Book 1936! 37, p. 219.

∀ D irectory of Ch ina Christ ian E du cationalA ssociation#, The E du cationalReview, Vo.l XXIX, No. 4, N ovember, 1937, p. 268.

C. C. D jao, ∀ Program ofW ork for Coun cil of S econdary Educat ion of the C. C. E. A. #, The Ch in ese Record er, Vo.l LXX, N o. 10, O c�

tober, 1939, p. 559.

Chester S. M iao, ∀ Ch rist ian E ducation in Ch ina#, Th e Ch ina Christ ian Year Book 1938! 39, p. 219.

∀ D irectory of Ch ina Christ ian E du cationalA ssociation#, The E du cationalReview, Vo.l XXIX, No. 4, N ovember, 1937, p. 268.

Lettie A. Archer, ∀ R eorgan izat ion of S zechuan Ch ris tian Educat iona lAssociat ion#, The Educat ional Review, Vo.l XXX, No. 4, No�

vem ber, 1938, p. 153.

鲍文年: ∋四川基督教教育协会工作报告 (,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 (第十五卷第四期, 1939年 12月,第 84! 85页。



会在其干事赵传家的领导之下,于华东沦陷区开展征求会员、通传各校消息, 刊印 ∋华东教育 (月

刊、举办教师进修会、协助各校举办合作事业、组织小学教师研究会、协助救济工作、联络其他团体、

办理团体及个人委托事项等工作。� 福建教育会则在邱道根的带领下, 积极从事协助各校宗教活

动、协助各校增进效率、协助各校解决难题、举办会议、访问学校、刊印∋教育讯息(、协助各校指导

毕业生升学就业、搜集介绍各校优良行政及教学方法、办理学生救济、协助闽北基督教学生联合会

事务、联络上海总会及各地分会、编制各种图表报告、办理日常及各校委托事项。 广东教育会则

主要从事推动征求荣誉军人服务人员工作、推动节约建国储蓄金运动学校组工作、举行联校礼拜、

教师进修班、示范教学、举办宗教教育同工座谈会、行政分组讨论会、中小学校长座谈会、训导工作

人员座谈会、有系统的宗教演讲、设立宗教图书室、组织各科教学问题研究会、介绍教学名著、各校

教职员人数调查、各校宗教课程课本及宗教教育实施计划调查、协助学生救济委员会、协助中华全

国基督教协进会香港办事处办理一切事工。∃ 可见, 在抗战初期, 尽管各地遭受战火的威胁, 地方

教育会的活动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 这些地方教育会的组织与活动也不

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和影响, ∀珍珠港事件 #之后,失去了外界庇护, 多数地方分会结束了他们的活跃

期, 除了福建与华西之外,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

抗战初期教育会在上海租界的彷徨中度过了两年, 1939年秋德国入侵波兰宣告第二次世界大

战全面爆发,上海租界的气氛空前紧张起来,教育会开始担心在租界还能呆多久。此时,整个国家

的重心正在迁往西部,成都已经成为上海之外的另一个基督教教育中心, 这里无疑将是教育会可供

选择的方向。在这之前,教育会高等教育委员会干事葛德基已多次前往华西地区调研。 1938年 3

月, 为制定全国性的战时基督教高等教育政策,葛德基首次前往国统区调研,此次调研涉及到广州、

长沙、武汉、西安、成都、重庆等地, 基本覆盖了尚未沦陷的南部中国, 葛德基在调研报告中提出要在

西南、东南地区另建两个大学中心的建议。) 一年后,葛德基再次访问华西, 并在重庆见到了蒋介

石夫妇及国民政府的六七位部长。∗

或许是这两次调研的切身体会,或许是在重庆受到官方的礼遇, 此后的葛德基逐渐将目光投向

了西部。 1940年 12月, 葛德基携夫人经香港前往华西,并将他的办公地点常设在成都, 他计划用

一年的时间来访问四川的基督教学校, 考虑到战时葛德基在教育会中的地位,此次葛德基前往华

西, 实际上已经表明教育会的组织重心迁往了华西, 尽管上海的办公场所不变,华人助手们还继续

在那里办公。+ 一年后,葛德基的调研期满,可此时 ∀珍珠港事件#爆发,回迁上海已无可能,于是战

时教育会的组织重心彻底留在了成都。

为了应对可能恶化的战争局势对教育会的影响, 1941年 5月 13日, 教育会的执行委员会在成

都召开会议,会议接受了葛德基关于在华西组织紧急委员会的建议, 这个委员会由吴贻芳、陈裕光、

张凌高、刘书铭等七人组成,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这个委员会就要发挥作用。, ∀珍珠港事件 #爆发
后, 教育会担心的紧急时刻最终来临,紧急委员会开始在成都启动,它在战时充当了教育会执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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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角色,主要服务于国统区的基督教学校,由华西协和大学的张凌高任主席, 葛德基任执行干

事。� 于是,葛德基便同时担任教育会执行委员会干事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干事, 在战时危难格局之

下, 紧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多专注自身事务而难以顾及其他,教育会多由葛德基一人唱着独角戏。

执行委员会规定,日后所有用于教育会方面的援助资金将全部寄达成都  ,这就意味着战时教育会

的组织重心、人事重心和财务重心全部迁移至成都, 上海就只剩下一个空洞意义上的办公场所而

已,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战后。 1943年 5月高等教育会议召开之后, 梅贻宝被选为高等教育委

员会干事,主要负责教育重建和联络政府,葛德基则另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副总干事,他

在教育会唱独角戏的局面有所缓和,但未见明显好转。∃

战时教育会尽管遭受波折,但始终未中断,究其原因, 除了教育会有关人士的努力外,与纽约校

董联合会及其背后的西方差会的支持分不开,他们除了负责向教育会派遣必要的办事人员外,还负

责向教育会提供资金援助。抗战爆发后,教育会的本土收入来源大幅缩水,据葛德基估计, 华北方

面的捐助减少 80%,华东减少 60% ,福建减少 80%, 这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教育会来说无疑是致

命的打击。% 但好在来自校董联合会和西差会的及时、持续的捐助,缓解了教育会的资金压力。

战时教育会接受西方捐助情况表 (单位:美元 ) )

年度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高等教育委员会 总计

校董联合会捐助 美部会捐助 校董联合会捐助 56532. 83

1937! 1938 750 5000 5750

1938! 1939 750 5000 5750

1939! 1940 2500 500 4000 7000

1940! 1941 2800 500 4900 8200

1941! 1942 2500 4000 6500

1942! 1943 3000 4000 7000

1943! 1944 5000 4000 9000

1944! 1945 941. 96 6390. 87 7332. 83

二战时中学救助

战争对于基督教学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干扰、师生的人生安全得不到保

障、学校迁移中的师生流亡, 还表现在战争所引发的经济困境。这方面基督教大学的状况要明显好

于中学,因为他们有纽约校董联合会的持续援助,抗战八年间, 校董联合会共计为基督教大学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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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援助 11211568美元。� 而基督教中学的状况要糟糕很多,他们不仅面临着迁移费用增加、通货

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压力,还面临着西方差会捐助逐年减少的实际困难。根据教育会的统计:

战后 5年内,无差会津贴的中学已由战前的 33所增加到 64所,即便是享有差会津贴的学校, 他们所

接受的经费数目也在逐渐减少。 以 1938! 1939年度 178所基督教中学的收入情况为例: ∃

学费及其他教育经费 1858726. 81元 71%

捐赠 145415. 32元 5%

差会拨款 315291. 57元 13%

杂项收入 286524. 33元 11%

总计 2605958. 03元 100%

由上表可知,差会的拨款所占的比重甚小,为了弥补经济上的困难,各基督教中学只能多收学生或

增加学费,但 ∀此项办法均足使教会中学原有之精神减色#。% 在此种情况之下, 如何帮助基督教学

校度过难关,而又不失基督教学校的精神,考验着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及社会各界人士。

在这方面,各地方教育会,特别是沦陷区的地方教育会走在了前面, 他们大多将社会救济纳入

到各自的工作范围之内,或单独组织,或协助其他社会救济机构进行,有的是单纯的学生救济,有的

是综合性的社会救济。以华东教育会为例, 他们的社会救济工作包含两部分内容: 一是筹款救济中

学师生,如 1938! 1939年度,华东教育会总干事赵传家就曾联合张文昌、邱丽英等人向留美友人募

集救济费 1500余元, 然后拨付给中学教职员 15人, 共计 500余元; 小学教师 6人, 共计 200余元;

补助苏州孤儿院、南京金女大补习学校、明德女校等校开展救济工作, 共计 200余元; 补助中学生 3

人, 共计 60元, 总数约 1000元。尽管数量不多,但对于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二是协助各慈善机关推行难民教育工作,如协助华东联中劝募清寒学生补助金、协助红十字会办理

上海市难民教育、协助上海难民协会征募难教经费、协助慈联总会办理难教、协助儿童保育会推行

教育、协助萌太太举办平民服务社等等。)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由于战时人力不济, 疲于奔波,它在战时的救济工作主要是为基督教中学师

生筹集救济款项。对于学生的救济工作,教育会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 1937年 11月 6日,葛德基

在给纽约校董联合会总干事葛思德 ( B. A. Garside)的信中就提到学生救济工作是目前需要考虑

的问题,并建议从校董联合会即将要募集的 25万美元紧急援助基金中拨出一部分用于学生救

济。∗ 此事发生在基督教学校大规模迁移之前, 教育会主张的学生救济范围应主要集中于上海地

区。此后教育会便在上海刊登广告,告之教育会愿协助各地流亡学生进入上海继续学习的计划,并

建议在上海设立学生救助中心。随后他们更提出一份总额为 3万美元的基督教学校师生救助计

划, 覆盖上海、华东、安徽及内地的基督教中学。+ 尽管教育会在与校董联合会的交涉中不断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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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督教中学对于大学的重要性, 但由于此时校董联合会对能否筹集到份内的大学紧急援助资金

都没有把握,中学就更难以顾及了,对教育会的建议与要求予以了拒绝, 教育会的首次中学救济计

划也由此胎死腹中。�

此后,校董联合会的筹款进展要明显好于预期, 他们在美国组成了一个由 70多名精英人士组

成的 ∀中国基督教大学全国紧急委员会 #, 并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等地设

立分会,专门负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筹款事务,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至 1938年 4月已筹集 17. 5万

美元的紧急基金。 这就使得教育会可以重提旧事,他们再次提出一项 1万美元的学生救助计划,

校董联合会勉强接受,答应拨款 3800美元。∃ 尽管如此, 这笔基金的取得是教育会在学生救济工

作上不小的胜利。

进入 1939年之后,各基督教学校多完成第一轮迁移,迁移中师生流亡,生活难以保障的情形普

遍存在。为此,教育会还特别组成了一个由刘廷芳、白约翰、缪秋笙、Z. S. Z ia等 4人组成的学生

救助工作委员会,计划筹集 5000元,用于救助基督徒、教牧子女、孤儿、在校生、临近毕业生、新生等

特殊的学生人群。由于该计划主要服务于各基督教大学推荐的学生,对多数中学帮助有限。% 因

此, 1939年 7月,教育会总干事缪秋笙提出从校董联合会的紧急基金中拿出 1500元, 专门用于救

助高中学生,特别是高中毕业生,为纽约所同意。尽管此次对大中学的救助基金仍然不多, 但各校

的学生反映良好,除燕京大学外,各校学生踊跃申请。)

1940年底, 教育会迁往成都后, 继续坚持并扩大中学救济工作, 不仅救助学生,也救助教师。

1941年 1月 14日, 教育会执行委员会就提出为基督教大中学生设立一项总额为 1万美元的奖学

金, 用于促进国统区的学生救济工作。∗ 1940! 1941年度,校董联合会另设 5000美元的中学救助

专项资金。+ ∀珍珠港事件 #后, 学生救济工作更是刻不容缓, 1942年成都的教育会紧急委员会启

动, 他们向校董联合会提出了 5000美元的特别救助基金,并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这笔基金

的发放工作,这个专门的委员会就是后来 ∀联合援华会中学救济委员会 #的前身,教育会的葛德基

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执行干事,它在战时几乎为所有的基督教中学提供过援助。,

在国统区,战时中小学教师的流失情况也引起了教育会的充分注意。以四川地区的加拿大女

子传道会为例, 1940年该会所属 104名中小学教师有 62名流失。− 为此, 1941年 3月, 教育会总干

事缪秋笙分别致信校董联合会和北美海外传教大会远东委员会,希望他们能够在 1941年提供 2万

美元,为 2000名中学教师提供救助, 这项工作将由教育会附属的中等教育委员会和 5个地方教育

会负责进行。��� 然而此时国内飞涨的物价指数使得教育会不得不一再提出追加它的救助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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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6月, 葛德基提出中学教师救助的资金应增加至 3万美元� ; 1941年 7月, 缪秋笙在美时又

向校董联合会提出追加至 4万美元。 或许是因为难以忍受教育会不断追加的预算, 校董联合会

最终否决了这一计划。∃

∀珍珠港事件 #后, 事情有了转机,校董联合会同意向教育会拨款 5000美元用于中学教师救

助,此事给了教育会莫大的信心和鼓舞。12月 29日, 教育会执行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专门的委员

会来处理中学救助问题,他们决定这笔救助金将用于提高基督教中学全职教师的薪水待遇,为保证

发放的公平公正,照顾到地区差异、学校差异和个体差异,教育会向国统区的各基督教中学发出问

卷, 征询各校财务状况和教师生活状况,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类,分配,这项工作一直持续

到 1942年 7月。% 考虑到国统区共有 100余所基督教中学, 各校经费从 3000元到 2万元不等,这

笔救助资金显然是杯水车薪, 解决不了太大问题。教育会重申了需要 4万美元教师救助基金之

事。) 然而这 4万美元追加款却最终落空, 1942年 7月 17日, 校董联合会来信指出至今为止没有

收到任何捐助是用于基督教中学教师救助的,也没有任何计划是关于基督教中学的。∗

校董联合会的态度转变,既有其一贯以来以大学为中心的政策考量, 也与此时中国形势的变化

有关。此时的重庆已经成立了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对华援助机构 ! ! ! ∀美国顾问委员会 # ( Am eri�
can Adv isory Comm ittee) ,他们认为除了国统区外,还有大量沦陷区的学生需要救助,而沦陷区周边

已经有了他们的救助计划, 教育会看起来不太需要了。于是校董联合会将原本拨给教育会的

37500美元转给了重庆, 由美国顾问委员会另组中学救济委员会来负责处理包括基督教中学在内

的所有中学救助事务。+ 不久,中学救济委员会成立,由包括葛德基在内的 5人组成, 他们计划筹

集资金 74万美元来处理中学救助问题, 其中 10万美元用于救助政府公私立中学, 54万美元用于

救助美国基督教中学, 还有 10万美元用于英国中学。, 此后,在中学教师救助问题上,就由重庆的

中学救济委员会统一进行,教育会逐渐淡出。从 1941! 1943年,在教育会的配合下中学救济委员

会共计向国统区的 105所中学 2200名教师拨款 77500美元,平均每人每年发放 350元;而 1943!

1944年, 中学救济委员会拨款 20万美元,平均每位教师发放 1000元。− 在这种情况下, 校董联合

会认为中学救助事务应交给差会办理, 教育会甚至是校董联合会自身都没有必要参与了。���

战时教育会的中学救助工作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与美方的筹款交涉体现了教育会的执著与坚

持, 就整个结局来看,教育会实际筹集到的救助款项并不多,对于广大基督教中学来说是杯水车薪,

但他们的临危不乱、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基督教界同仁所感动,他们更是以实际行动指明了基督教学

校应该努力的方向。对此,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战后总结时说道: ∀该委员会在这时期最大的

贡献还是基督教中等学校的救济, 没有这种的救济恐怕许多学校不得不关闭, 许多好的教员不得不

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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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时大学规划

对于基督教大学的整体规划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 1928年教育会附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曾出

台一份 ∀通盘协作计划#,后经多次修改,由于该计划涉及到各校的切身利益,特别是联合筹款,各

方关注较多,分歧较大, 最终未果。� 然而抗战的爆发却在某种程度上为实现通盘计划的目标创造

了条件,教育会对大学规划再次充满期待。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等校部分专业相继迁往上海公共租

界, 在这里他们与上海的高校开始了短暂的联合,教育会将自己在上海的办公场所捐献出来用作各

大学的联合办公室。 1937年 11月,教育会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基督教大学会议, 参加者主要有教

育会干事葛德基、缪秋笙、赵传家, 以及圣约翰、沪江、东吴、金陵、金陵女大、齐鲁、燕京、上海女子医

学院等学校代表,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战时状态下的大学规划,涉及到各校的合并与调整, 会议认

为上海地区的大学要联合与互助, 在国统区还要另建基督教大学中心。∃ 为落实大学会议的精神,

次年 1月教育会召开高等教育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要在上海、西南、东南三地建立大学中心,同时

为制定全国性的战时大学政策,会议委派葛德基前往国统区调研。%

在上海,为促进基督教大学中心的建设,教育会多次向校董联合会提出捐助资金,用于上海地

区 7所大学的联合实验室、图书馆、租金、运输费、家具等建设。) 此后, 教育会更是提出筹集 15000

美元用于建设上海联合大学 (又称基督教大学上海协会 )。∗ 在教育会的积极运作之下, 1938年夏

上海联合大学正式组建,当年秋季他们招生 2500人 (后增加到 2702人 ) ,约占全国总数的 40% !

50% ,远远超过上年度上海 7所大学招收的 1768人, 这对于上海中心的建设而言是可喜的进展。

在联合大学,各校行政、教务、财务密切协作,每周三举行执委会及校长联席会,学生可以使用联合

的图书馆、实验室、诊所,也可以互选课程 (当年就有 200人 ) ,部分院系如教育学、心理学、商学开

始联合办公,至于其他的各校师生联谊会、联合运动会就更多, 联合大学也多次举行联合毕业典

礼。+ 这着实让教育会看到了希望, 为通盘协作计划奔波了 10余年的葛德基也发出 ∀花费很多时

间, 利用当前的危机和机会来促成合作是值得的 #的感慨。, 花费的其实不止时间, 还有金钱。从

1937至 1941年,校董联合会一共拨款 86500美元用于上海联合大学的建设,支持的力度很大。−

在成都,从 1939年开始, 4所基督教大学开始采用联合的课程表, 在课室的使用和学生的跨校选课

上都取得了进展。��� 通盘计划在上海和华西地区的一时成功, 让基督教教育界人士充满期待, 有人

说道: ∀这次国难实际上促成了教会的合作, 尤其是上海及华西二处大学的协合,今后并拟在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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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地,分区成立集团组织, 求更进一步的合作, 以尽基督教教育,对于建设新中国的贡献。#�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由于各校的办学传统不一,对于通盘协作计划

向来有不同意见,此次合作不过是战争使然,一旦战争形势和缓,他们还是希望回到各自的校园,如

圣约翰大学的一部分师生在 1939年就已经从公共租界回迁至梵王渡。 即便是在各校联合的蜜

月期,矛盾也是不断的出现。首先是联合造成的办学拥挤问题, 1938年春季,上海公共租界内化学

实验室每周竟然要接纳 800! 1200名学生前来做实验,各校师生苦不堪言, 实验质量自然难以保

证。其次是对办学经费的分配问题产生分歧, 1937! 1938年度, 校董联合会一共拨款 30万美元,

上海联合大学招生数量占全国的 40% ! 50%, 却只分配到 21000美元,仅占总数的 7% ,这让加入

联合大学的各校着实恼火,争执不断,以至协调人葛德基都放出话来 ∀各校自己想办法#。∃ 再就是

联合中激烈的竞争关系,上海的 4所大学一起办公, 每周都会召开联合的校长与财务会议, 但各院

系之间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都希望把自己做大做强,而不是牺牲,一旦他们有实力进行独立运作,

就会撤出协作。上海如此,成都也一样,学生互选课程本来可以节约资源、取长补短,但成都 5校却

竞相兴办一些自己没有或薄弱的专业, 其目的显然不在当下协作,而在明朝回迁。%

这实际上预示着,在表面的合作现象背后有许多深层次的分歧是难以通过外在协调的方式弥

合的,战争和物质刺激都是落实协作计划的外在因素,真正的联合应该靠学校自己。或许 1941年

1月 22日,校董联合会给葛德基的一封信能够说明问题: )

上海地区四所基督教大学的未来联合政策是什么? ..过去 10到 15年的经验已经清楚

的表明,美国的组织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帮助大学找到答案,往往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我们很容易从纸上找到看起来不错的方案, 但这种尝试不仅无用, 而且有害, 除非由各大学自

己提出要求。更糟糕的是我们提出一些妥协的方案,以增加资金和物质上的捐助作为换取他

们支持协作计划的奖赏。我想真正的联合不应采用贿赂的方式。大学自己应该要有联合的欲

望,而不是物质上的利益刺激。只有大学自己愿意真诚持久的合作, 扩大资助才有可能。

尽管如此,教育会对于大学规划的努力并未中断。 1939年 4月, 教育会在香港组织召开基督

教大学校长会议,对基督教大学的战时办学方针和战后重建问题进行了规划,考虑到战争态势不

明, 会议认为目前的规划主要是短期的。∗ ∀珍珠港事件 #后,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解散,教育会的

工作中心也由上海转移至成都, 主要从事成都、邵武、坪石、大理 4个新的基督教大学中心规划工

作。+

1943年春,欧洲战场的形势开始好转, 作长期规划的时候到了,英美援华机构开始讨论中国基

督教大学的战后重建问题。1943年 2月,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在纽约成立了一个 ∀战后规

划委员会 #,他们希望与伦敦的类似组织合作, 全面规划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未来,但最终的决定权

在中国。, 与之同时,在伦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委员会也组成了类似的组织。 1943年 10月,

英美双方在纽约还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共同商讨中国战后规划问题。− 英美两国的大张旗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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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教育会的注意,当年 5月他们在重庆、成都召开高等教育委员会战时首次会议, 会上对战后规

划问题作了集中的讨论,如如何回迁、如何合并、重建资金等,尽管会议没有对保留哪些学校、保留

学校的类型、选址等问题形成结论,但他们形成了一个共识: ∀集中保留几个有影响力的大学。#�会

上他们也成立了一个 ∀战后规划委员会 #, 由葛德基、芳威廉、朱经农、梅贻琦、桂质庭、陈文渊等人

组成,朱经农任主席。于是, 此时竟有 3个 ∀战后规划委员会#同时存在。考虑到校董联合会指出

战后规划的决定权在中国,教育会要求自己的战后规划委员会要对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现状进行重

新调查和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规划方针与建议。 

此后,这 3个战后规划委员会分头开展工作, 先后提交了不少报告草案。教育会的战后委员会

从 1943年底展开调查工作,至 1945年夏完成报告, 送交各大学评论。随后召开的战后高等教育委

员会议作出 ∀基本接受#的决议, 并将此报告及会议纪要送交各大学、差会和纽约、伦敦委员会审

议。纽约的委员会对这份报告十分赞赏,他们建议校董联合会接受这个报告, 于是在 1946年 5月

校董联合会年会上,最终批准了以教育会的规划报告为蓝本的战后重建计划。∃

对于中学规划, 教育会战时所作不多。 1945年初, 教育会组织了由长老会传教士卫礼士

( R alph C. W e lls)、真光中学校长何荫棠、华中大学教育科教授黄溥、万县卫理中学的里查德森

( Thom as A. R ichardson)等人组成的中等教育调查团,他们走访了四川地区的 21所中学,就教学方

法、学校管理、财务问题、宗教教育、女子教育、公民教育、战后重建等问题进行了调研。% 其中,卫

礼士提出在战后重建当中,各中学要与教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各教会都要组织自己的教育干部负责

本教会的复员工作。 ∀凡有全国组织的教会,应由最高的教会团体组织该教会的基督教中学委员

会。在该委员会指导之下设干事部,执行该委员会的议决案,从事于该公会中等学校的计划与管理

工作。凡未有全国组织的教会,可用地方组织由各地方的董事部, 在董事部之下设一干事部, 负责

计划与管理该地方的基督教中等学校#。) 这一思想在战后基督教中学重建当中被采用。∗

四战时宗教建设

呈现 ∀宗教性#是基督教学校有别于普通学校的重要标志, 然自 1927年以来各基督教学校在

政府法令的压力之下纷纷立案注册,成为国家教育系统之内的私立学校, 而政府对于私立学校的宗

教问题有着明确的规定: ∀私立学校, 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 及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宗教团体

设立之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 在小学及其同等学校,并不得举行宗教仪

式。#+于是,在世俗化的巨大冲击面前,学校基督化特色的维持是项令人苦恼的问题。据江文汉分

析, 战前基督教大学平均只有 30% ! 40%的学生是基督徒, 教员中传教士所占人数不足 1 /3,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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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中的基督徒不足 25%。� 中学状况也不容乐观,战前基督教中学基督徒比例约为 35% , 选修

宗教课程的只有 33%。 。

1931年 7月, 为促进家庭、学校、教会中的宗教教育工作,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中华基

督教教育会组成了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 教育会宗教教育委员会总干事缪秋笙兼任促进会

总干事。∃ 他们的主要工作有: ∀ 1�唤醒基督徒男女工作人员在宗教教育事务上的新觉悟与理想。
2.联合教会、教会学校及基督徒家庭等方面的宗教教育委员会, 分工合作, 向同一目标迈进。 3.鼓

励并协助各教会机关合办短期训练学校,暑期学校, 及其他有效力的训练机关,使义务人员以及领

薪人员,都能享受相当训练。 4.创作、宣传、出版、完善宗教教育课程、书籍与教材,并协助各文字机

关刊印并推销宗教教育应用的文字与教材。#%在促进会的努力之下, 1930年代他们组织了一系列

活动,如调查大中学师生宗教生活、组织学校基督徒团契、开办宗教培训学校、搜集编写宗教素材与

书籍等,对丰富学校的宗教教育活动起了推动作用。

作为教育会下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战前也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基督教大学的宗教生活问

题。 1936年 1月, 在高等教育委员会年会上,他们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基督教大学宗教生活委员

会, 由来自各大学的 10名成员组成,他们期待与宗教教育促进会和基督教大学合作共同研究世俗

化所导致的一些问题。) 一年后,专门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世俗化是普世问题,各校都应组织专

门的委员会负责应对世俗化对大学生活的影响, 校董联合会还应派出专员进行指导;同时他们还提

出校董联合会和金陵神学院紧密协作, 为大学教员和学生提供一笔奖助金用于改善大学宗教生

活。∗

抗战爆发后,在战火中师生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们经常不在一起,宗教活动自然难以稳

定的开展起来,加上各校为缓解办学经费的压力,大量招收非基督徒学生, 造成了校园基督化氛围

空前的紧张, 世俗化充斥着整个校园, 这在学生的选择专业上也可以看得出, 1936! 1937年学生选

择最多的是化学专业,其次是农学、经济学、生物学和医学;而到了 1939! 1940年学生最多是经济

学, 其次是化学、工程学、教育学和医学, 包括哲学、宗教在内的人文科学持续垫底。+ 这一方面反

映出战时的青年学生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 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的宗教热情正在衰退。所

以, 如何应对战争加剧的世俗化危机,恢复宁静的基督化校园是基督教教育界面临的残酷现实。

除了世俗化之外,抗战时期基督教教育还面临着爱国主义形象的重塑问题。战前, 在民族主义

思想的影响之下,国人对于基督教学校的 ∀洋化#色彩曾展开激烈的批评,基督教教育一度被与 ∀爱

国#、∀卖国 #问题挂上了钩。抗战爆发后,内迁是国民政府的决策,尽管对于基督教学校,国民政府

没有严格的要求,大多数学校仍然决定按照政府的要求行事。但还是有一些学校没有按政府的要

求去办,他们要么就近迁入外国租界寻求庇护,要么呆在原址不动,使得人们再次怀疑基督教学校

的爱国形象,有的甚至质疑基督教学校与侵略者是否存在妥协。在这特殊关头,如何通过宗教教

育,造就良好的基督化人格,贯彻基督教救国的理念,也是基督教教育界需要给国人交代的问题。

1939年香港基督教大学校长会议召开时, ∋申报 (曾发表评论: ∀我们认为基督教的人格,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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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er S. M iao, ∀ N ew Trends in C hristian Edu cation#, The Ch inese Record er, Vo.l LXX II, No. 2, 1941,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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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保卫真理正义为拯救人类道德而不惜牺牲的斗争精神, 这种精神正与我中华民族今日为解

放中国与拯救世界和平而坚决抗日的斗争精神, 并无二致,因此我们谨敢期许今后基督教教育界能

够协力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的提高, 协力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推行。#�

由此,抗战时期的世俗化趋势和爱国主义形象塑造都需要基督教教育界投入更多的精力,作为

教育界的代表,教育会自然责无旁贷,无论是总会还是分会在抗战时期都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四川

基督教教育会一经成立,便将协助各校开展宗教活动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之一,他们负责开展的活

动有:调查各校宗教活动情形;促进教会与学校的联络;联络青年会学联会及其他服务学生的团体;

举行基督徒教职员退修会;组织与辅导各校基督徒学生团契;介绍宗教书籍和刊物等。 类似的还

有福建教育会,他们也举行了一些协助学校的宗教活动,如调查各校宗教活动情形、促进教会与学

校联络、协助各校学生青年会工作、辅导各校基督徒学生团契、办理流动文库介绍宗教书籍、组织宗

教教育工作团到校开展工作等。∃

与地方分会实际参与学校的具体宗教活动有所不同,总会则主要侧重于宏观上的调查、研究、

协调与决策,具体而言就是任命专门的委员会去从事宗教调查、促进校友参与教会事务、宗教课程

建设、中国宗教研究、以及探讨基督化人格教育等等。

1939年春,教育会组织了中学宗教工作委员会, 由马鸿纲负责,他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编写

宗教教科书和组织基督徒教师团契。% 从 1939年 4月 1日至 7月 7日,马鸿纲用 3个多月的时间

调查了包括重庆、成都在内的四川 8个地区 16所中学的宗教生活状况, 其中包括 4所从沦陷区迁

去的学校。同年 10月,马鸿纲提交了他的调查报告 ∋中学宗教工作 (,在这份报告中, 他提出了包

括培养学生兴趣、组织师生团契、丰富宗教读本、增加资金投入、设置奖助金、加强校际沟通等 14项

加强宗教工作的建议。) 为促进校友参与教会工作的热情, 1938年教育会设立了教会与校友关系

促进委员会,一年以后教育会聘得吴高梓为执行干事,这项工作正式开展起来。他们邀请基督教大

中学的校友参与到教会工作当中, 并通过校友去帮助教会寻找学校人才培养与教会发展需要的关

联。为便于在各地开展校友工作, 教育会还在上海、重庆等地设立促进分会,各分会可以根据需要

设立自己的组织和干事, 如上海分会在 1940年 9月拥有了自己全职的专任干事。∗ 此外, 为促进

学校宗教课程的建设,教育会在 1940年设立了一个宗教课程委员会,共有 8人组成,除了教育会干

事缪秋笙、赵传家、马鸿纲之外,还有顾惠人 (华东联合中学校长 )、沈体兰 (上海麦伦中学校长 )、陈

熙仁 (华东联合中学宗教主任 )、葛继恩 (上海中西女子中学宗教主任 )、张仕章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

编辑 )等人,由顾惠人任主席。宗教课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有: 至各校从事宗教课程的调查; 现有

宗教课本的选择与介绍;编译现在所缺乏的宗教课本;征求各校在教材方面的合作。+

各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对于基督教的兴趣在提升。 1939! 1940年基督徒中学生

的比例已经回升到 42%, 选修宗教课程的学生占到了 43%。齐鲁大学的斯坦东教授 ( P ro.f S tan�
ton)乐观的认为: ∀到处都向教会敞开了大门,学生都做好了接受福音的准备, 在过去的 18个月当

中, 在长达 6000公里的旅途中,在 20所大学中,我们看到的是普遍的欢迎。学生坦然的表达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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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纲: ∋基督教中学宗教课本的调查与介绍 (,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 (第十六卷第一期, 1940年 3月,第 43页。



自由的提问,但绝没有反对和不友好的批评之声。#�我无从考证在迁徙中以上数据的准确性, 也无

从考证斯坦东言论的普遍性,更无从考证以上成就的取得与教育会的直接关联,但教育会为学校宗

教工作所作出的杰出努力与贡献是不争的事实。

抗战期间,教育会在宗教上所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组织中国宗教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R esearch

in Relig ion in China) ,促进有关中国宗教问题的学术研究工作。这项工作的筹备从战前的 1936年

就已经开始了,在 1936年 1月的教育会高等教育委员会年会上,他们通过决议: 为促进中国人信仰

问题的研究,深化现有中国宗教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决定成立中国宗教研究所, 筹备工作将由

执行委员会进行。会议决定: ∀在筹备期间, 高等教育委员会要提名不超过 20名组成人员 (其中要

包含大学以外的人员 ), 他们应该居住在中国,能够参与到研究所的实际工作当中 #; ∀无论中外人

士, 只要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都可成为其会员,只不过国外会员享受不到正式成员的一些特权#;

∀这个研究所应该是独立的组织,但可以选择依附于高等教育委员会或是协进会。#此外,他们还要

出版刊物。教育会给出了 3年筹备期, 期满将召开成立大会,由研究所自己规划未来。 1937年 2

月, 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名了 20名组成人员,其中 10名来自基督教大学,十名来自其他研究机构,葛

德基担任执行干事,负责具体筹备工作。由于这个研究所不仅包括基督宗教,还包括中国本土宗

教、佛教、聂斯托里教等多种宗教, 所以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首先要与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

进行联络。此后,执行委员会分别联系了国内、日本、印度、美国、英国等地的宗教研究者。∃

抗战的爆发暂时中断了这项计划, 1940年之后, 各方开始重提研究所建设之事。% 1941年 11

月, 葛德基给纽约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对中国宗教研究所的设立缘由、筹备状况、存在问题作了介

绍。葛德基提出: ∀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的宗教学习方式, 宗教系不被教育部承认, 宗教学学

位也不被认可,所以这个研究所的设立对于促进中国的宗教工作尤为重要。它不仅对促进中国人

的宗教学习,而且对促进中国人的哲学修养都意义重大。它将为中国、日本、印度、西方的宗教学者

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他还强调 ∀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

为什么战争尚未结束,甚至连好转的迹象都没有竟又重提研究所建设之事? 这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考虑:其一,建设中国宗教研究所是为了增强中国宗教学科和中国人宗教情感的一贯主张,此

时各校迁移之后基本稳定,可以重提旧事;其二, 此时的华西地区已经有人在进行类似工作,从联合

的方面考虑,这项计划将为华西 4校的联合提供平台, 也与建设成都大学中心的愿望相符;其三,金

陵神学院董事会此时提出了一项高达 1万美元的文化奋兴计划, 其中就包含宗教问题, 机会难

得。∗ 因此,葛德基果断地向纽约校董联合会提出了高达 35000美元的研究所建设计划,这笔钱将

用于宗教图书馆建设、购买日文宗教书籍、为研究者提供经费资助和成都研究中心的日常开支等,

计划建设周期 3到 5年。+

此后中国宗教研究所的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1941年后校董联合会每年拨款 1000美元,金陵神

学院 1941、1943! 1944年各拨款 2000美元用于研究所的建设。有了资金的捐助,各项研究工作也

相继展开,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宗教生活调查、宗教史和宗教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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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研究所开始着手中国二十朝宗教史的资料搜集工作, 在一年内, 他们搜集到的早期宗教史

料 2万余份,后交由金陵神学院整理出版。 1943年 7月 26! 28日,首届中国宗教问题学术研讨会

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召开, 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在内的 25位学者参加, 会议收到论文 15

篇, 对中国各类宗教问题展开研讨。� 按照 1936年筹备会议的设计,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实际上预

示着中国宗教研究所已经成立,此后它将脱离教育会的组织系统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由于葛德

基仍然担任研究所的执行干事,此后的很多事务实际上都需要依托教育会来进行。

五战后重建

1945年 8月,战争比人们预期的更早结束了,如同其他的基督教机构一样, 教育会也立即着手

回迁上海。在执行干事葛德基的积极努力之下, 1946年初回迁工作基本完成。由于战时教育会仅

保留了执行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成都继续活动,其他部门包括上海总部都处于停滞状态,所

以如何让教育会的各项活动都能重新组织起来是回迁后的首要问题。 1946年 5月教育会在上海

召开战后首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重点讨论教育会整体重建规划问题。 1946年 8月, 利用各基督教

大学代表在上海参加高等教育委员会会议的机会,教育会召开战后重建会议, 组建了一个以东吴大

学校长盛振为为主席的教育会临时委员会 (P rovisional Comm ittee ), 这个临时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

过渡时期教育会的角色,此后教育会便进入了一个 ∀自我复原期 # (Self - rehabilitation)。不久, 因健

康原因,葛德基夫妇回国,福建协和大学的檀仁梅被选为执行干事,具体负责重建工作。 

战后的教育会继续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教育委员会的名义存在∃ , 1947年 1月,教

育会发行 ∋会讯 (中文季刊; 3月, 又发行了英文 ∋会讯 (季刊 ( CCEA N ew sletter ), 大有恢复战前中英

文∋教育季刊(的势头。1947年 9月,教育会经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核准立案, 成为国民政府管辖

下的正式合法团体。% 1947年 10月 29! 31日,教育会召开战后第一届全国大会, 其主题是 ∀战后

基督教教育之目标与标准#, 很显然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教育会走向的会议。会议总结了教育会
自回迁以来的工作状况,并制定了未来教育会的工作计划, 会议指出: 今后的教育会要加强与基督

教大中学的联系;提倡各校的交换工作; 强化与区会组织的关系; 密切与差会的联系。) 会议还通

过了教育会新章程∗,选举檀仁梅为教育会执行干事, 白约翰为副执行干事, 马鸿纲为宗教教育干

事, 张南伯为代理宗教教育干事,毕镐英为总务干事及 ∋会讯(编辑,董远观为影音教育合作干事。+

这样,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教育会从制度上和人事上都恢复了组织活动, 此前,华东、广东两地

也相继恢复了地方教育会组织,,这就表明整个教育会系统已初步完成重建工作,此后的教育会将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为基督教教育服务。 1948年 6月教育会的团体会员是 99个, 个人会员是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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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会讯 (第一卷第三期∋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通告 ( ( 1947年 1月 15日 ) ,第一卷第十期∋复员一年来之广东基督教教育协

会 ( ( 1947年 12月 15日 )。



人� ;到了 1950年 3月,团体会员达到了 133个,个人会员是 1072人。 1943! 1944年度在教育会

注册的教会中学是 117所,到了 1948! 1949年度,增加到了 235所,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然恢复之后的教育会与战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它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吴贻芳曾指出:

∀本会组织的强化, 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奠立, 本会既无会所, 又乏基金,现状的维持已非易事, 遑言

扩张与强化。#%可见,无论是组织上还是经济上,教育会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就组织来看, 战后的

教育会没有恢复其核心部门 ! ! ! 董事会,这就意味着教育会此后工作的重点将是研究与建议,对于

各校是否能够贯彻执行,教育会已难以顾及了。即便有好的研究建议计划,教育会已经没有成系统

的地方教育会和 4组专门委员会去执行,因而无从下手。从财务上看,复员之后的教育会也是危机

重重。1947年全国大会拟定教育会预算共需经费 3. 145亿元国币, 但教育会至多可募集 2. 195亿

元, 收入相抵还有 9500万没有着落。) 此时的教育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的 1. 8亿拨款, 约占 80% ,差会方面的捐助不多。教育会所规划的经济战略是 ∀一面应有自立自给

的远象,一面应欢迎差会的友谊赞助 #。∗ 在差会捐助无多的情况下, 教育会必然会将目标转向自

立自给,于是 1947年之后,教育会发起征求会员运动, 其目的 ∀一在引起各基督教学校及学校的教
职员对于本会工作的兴趣;二是要借此机会, 使本会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因为教育会认为 ∀本

会如不自力更生,便没有什么将来可言,一个中国机关赖国外资助,根本也不是办法,更不是健全的

机构,本会既是个人 ! ! ! 基督教学校教职员和团体 ! ! ! 基督教学校会员所组成,最高权力也是属于

他们,这些会员便应当负起经济的和其他种种的责任 #。+ 当时制定的会员费是 5万国币,, 但

1948年之后, 国统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货币贬值,使得原本就入不敷出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国

民党统治末期的教育会步履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会改名为 ∀中华基督教教育研究会 #,其宗旨是 ∀团结全国基督教各教会所
设之学校,共同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之理论与实施 #。− 此时的教育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管辖

下的宗教研究机构。1950年 12月 28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

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和决定 (, 此后基督教学校在中国大陆

都没有了,教育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对本会今年后方针, 亦采取与各基督教学校同一步

骤, 本会过去工作, 已尽了历史的任务, 应告一段落 #。��� 这样, 1951年 2月, 教育会停止了一切活

动, 彻底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作者张龙平,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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